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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个多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重要研究成果都来自交叉学科研究，特别是当下的经济学前沿

问题，大部分都涉及交叉学科研究。如果说交叉学科研究决定了经济学未来的发展趋势，相信很多人

会赞同。但在经济学思想史的著述中，一个长期被忽略了的重要问题是，交叉学科研究什么时候消

失的？又是什么时候复兴的？众所周知，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经济学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是一门独

立学科，而是和政治学、道德哲学等学科混杂在一起。古典政治经济学并非特指政治与经济的综合分析，

而是经济学从道德哲学中衍生出来，针对社会经济现象展开道德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的交叉研究。这

一点在亚当·斯密那里体现得非常明显。亚当·斯密先完成了道德哲学的研究（即《道德情操论》），然

后才完成经济学的研究（即《国富论》）。这两者之间看似无关，其实是亚当·斯密思想体系的两个内

在关联层面。道德哲学是思想基础，而经济学是亚当·斯密道德哲学思想在经济领域的延伸。① 直到穆

勒也依旧坚持着这种跨学科研究的传统，他的《功利主义》体现了其对道德哲学与政治学的思考，而这

种哲学思考同时也反映在他的经济学理论中，两者同样是内在关联的。② 随着边际主义兴起，经济学开

始脱离道德哲学范畴，逐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古典政治经济学原有的交叉学科传统被放弃，经济学开

始专注研究所谓纯粹的经济学问题，也就是资源配置问题，如罗宾斯把经济学定义为关于资源配置的学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思想史视角的行为经济学及其当代意义研究”（18BJL012）的阶段性成果。感谢
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作者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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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亚当·斯密思想的形成过程可参见杰西·诺曼：《亚当·斯密传》，北京：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 年。

② 穆勒的思想形成过程可参见约翰·穆勒：《约翰·穆勒自传》，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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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经济学一直都是不同学科的综合研究。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及主流化

在造就经济学成为独立学科的同时，也摒弃了原先的交叉学科研究传统。老制度经济学重拾交叉学科研究

传统，但由于面对方法论整体主义的困扰，无法与新古典经济学展开思想竞争。老行为经济学的出现为复兴

经济学的交叉学科研究传统带来了希望，通过经济学与心理学的交叉研究，老行为经济学获得了一定程度的

影响力。更为重要的是，老行为经济学孕育出了现代行为经济学，后者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内，坚持

经济学与心理学的交叉研究路径，并成功地建构出足以与新古典经济学竞争的理论内核。现代行为经济学的

成功得益于对经济学交叉学科研究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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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① 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以及逐步的主流化，与经济学寻求学科独立的目的相关。这种去交叉学科化

的做法确实快速推进了经济学的研究进程，但同时也让经济学越来越局限于资源配置问题，难以解释真

实世界。当然，在经济学作为学科的独立化过程中，也不是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认同新古典经济学。老制

度经济学的出现看起来颇有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遗风，只不过老制度经济学家倚重方法论整体主义，缺乏

明确的理论内核，也就丧失了与新古典经济学思想竞争的能力。随后老行为经济学横空出世，接过了古

典政治经济学交叉学科研究传统的火炬，通过构建有限理性学说这一新的理论内核，逐步走出了与老制

度经济学不同的学术发展道路。老行为经济学最终蜕变为现代行为经济学，现代行为经济学在新古典经

济学理论体系内部坚持交叉学科研究传统，并逐步完成了对新古典经济学主要理论分支的重构与改良，

最终大放异彩。现代行为经济学作为以经济学与心理学为主的交叉学科，是在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思想竞

争中唯一获得相对竞争优势的经济学新兴学科。随着现代行为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不断侵蚀，可以预

见经济学的交叉学科研究最终将成为未来经济学的主流趋势。本文将探讨老制度经济学对古典政治经济

学交叉学科研究传统的朴素复兴，以及老行为经济学对这一交叉学科研究传统的传承和发展，并立足现

代行为经济学的交叉学科研究性质，展望经济学未来可能的演变趋势。

一、经济学的交叉学科研究路径：老制度经济学被人们忽略了的重要贡献

20 世纪初，当新古典经济学逐步成型并呈现主流化态势之时，美国经济学界同样存在一股背离新

古典经济学的思潮。这股思潮以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康芒斯（John R. Commons）等老制度经济

学家为代表，② 其理论风格近似于古典政治经济学，但主要出发点是制度。老制度经济学分析的对象包

含了众多社会政治经济问题，而不是所谓的纯经济问题。③ 这些经济学家或者把制度的形成与演变本身

作为研究对象，如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或者探讨制度与社会经济的相互影响，如凡勃伦和米切尔

（Wesley Mitchell）等人的作品。老制度经济学没有采纳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个体主义，而是强调方法

论的整体主义。老制度经济学既强调技术对制度的形成与演变具有重要的作用，又深入探讨了法律、产

权、组织等制度因素对资源配置的影响。④ 尤其是，老制度经济学突出了社会习俗、社会心理等方面的

因素对人的行为及社会变迁的作用路径与机制。可以说，这是一群比较早地意识到心理与社会政治经济

关系的经济学家。⑤ 例如，米切尔把制度看作是某种心理产物，认为团体之间流行的思考和行动的习惯

演化成了制度；⑥小克拉克（John Maurice Clark）试图通过引入心理学来重构经济学的需求理论。⑦然而，

① 莱昂内尔·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年。

②制度经济学一词最初来自哈密尔顿，参见 Walton H. Hamilton, “The Institutional Approach to Economic Theor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 no.1, 1919, pp.309-318；卢瑟福专门讨论了老制度经济学的起源与演变，参见
Malcolm Rutherfor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hen and Now”,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15, no.3, 2001, pp.173-
194；霍奇森甚至认为，哈密尔顿对制度经济学在美国的传播起着重要的作用，参见 Geoffrey M. Hodgson, “‘Institution’ 
by Walton H. Hamilton”,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vol.1, no.2, 2005, pp.233-244.

③纯经济问题作为研究对象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向新古典经济学转变的标志之一。从边际学派开始，新古典经济学
家开始摒弃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包罗万象的复杂分析对象，转而单纯地分析经济资源的配置。而老制度经济学恰恰把整个
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现象作为分析对象，而不是纯经济问题。

④ 对老制度经济学的定义和深入分析，参见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老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中
译本第 1 版），陈建波、郁仲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

⑤ 凯莫勒和罗文斯坦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参见 Colin F. Camerer, George Loewenstein, “Behavioral Economics: Past, 
Present, Future”, in Colin F. Camerer, George Loewenstein, and Matthew Rabin, eds., Advances in Behavioral Econom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3-52.

⑥ Wesley C. Mitchell, “The Rationality of Economic Activity: I”,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18, no.2, 1910, 
pp.97-113；Wesley C. Mitchell, “The Rationality of Economic Activity”,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18, no.3, 1910, 
pp.197-216.

⑦克拉克以“经济学和现代心理学”为题写了两篇论文，其贡献在卢瑟福那里也有讨论。参见 John Maurice Clark, 
“Economics and Modern Psycholoy: I”,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26, no.1, 1918, pp.1-30；John Maurice Clark, 
“Economics and Modern Psychology: II”,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 vol.26, no.2, 1918, pp.136-166；Malcolm 
Rutherfor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hen and Now”,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15, no.3, 2001, pp.173-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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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固守于方法论整体主义，讲究针对社会经济问题的宏大叙事，老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缺乏对社会

经济运行内在机制的探讨，无法构建出有说服力的微观基础作为内核来支撑其整体的理论体系。这就使

得老制度经济学略显粗糙，缺乏清晰有力的理论逻辑，也直接导致了其昙花一现。

尽管老制度经济学未能对新古典经济学展开有力的思想竞争，但其复兴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交叉学科

研究传统，对后来行为经济学的兴起助益良多。老制度经济学家大多采取经济学与政治学、法学、心理

学等学科的交叉研究，其中经济学与心理学的交叉研究最具特色。在老制度经济学家中，康芒斯和凡勃

伦是对经济学与心理学的交叉研究路径贯彻得最为彻底的两个学者。康芒斯突出了群体心理在制度形成

和演变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并在其巨著《制度经济学》中专节分析谈判心理学，提出了一个关于心理因

素对交易行为和制度产生影响的分析框架。他明确指出，“如果制度经济学因此是意志的经济学，它就

需要一种意志的心理学来配合它。这是交易的心理……”。① 而凡勃伦的理论体系的核心就是本能。他进

一步把本能区分为劳作、父母天性、随意的好奇心、傲慢、利己、好勇斗狠等，并发现人们对习惯具有

很强的依赖心理，“习惯形成愈久，愈不容易打破；与生活过程中原有的习惯形态配合得越密切，这种

习惯的顽固性就越强”。习惯只是支配个人生活方式的因素之一，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性格上的遗传特征。

“在任何社会里，在其遗传特征中普遍存在的性格类型，或者换句话说，在其种族中占优势的性格类型，

在决定社会在日常生活过程中表现的范围和方式上具有很大的力量。” ② 在凡勃伦看来，这些本能在习

惯和文化形成以及制度演化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他基于本能的分析框架进一步衍生出了炫耀性消费，这

一新的消费理论成为后来行为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

在行为经济学形成一股学科势力之前，老制度经济学是让人轻视的，如科斯就对老制度经济学的研

究评价不高。③ 老制度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尴尬地位，既与其缺乏有说服力的理论内核和清晰的理

论逻辑有关，也与 20 世纪前半叶对交叉学科研究传统的忽视有关。对科斯而言，老制度经济学除了留

下制度这个分析对象，其他思想似乎都不值一提。科斯通过引入交易成本和建立契约分析框架，把制度

分析置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之内，这也正是后来现代行为经济学的做法。科斯开创了新制度经

济学，所谓“新”是相较于老制度经济学对制度问题的宏大叙事风格而言的。新制度经济学可以从微

观个体行为入手，讨论制度的形成与演变过程。新制度经济学采纳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个体主义，

同时放松了交易成本为零和信息完全、对称的假定，通过打开交易与生产过程的黑箱，揭示了制度作

为参与人达成契约的结果，和新古典理性经济人的选择行为类似。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参与人选择的均

衡结果是某种制度安排。也就是说，新制度经济学在新古典理性经济人的决策与交易过程中，嵌入了一

个制度变量，同时制度安排本身也是选择和交易的结果。这样一来，新制度经济学相当于新古典经济学

在制度领域的运用，这种做法显然和老制度经济学是完全不同的。由于新制度经济学和老制度经济学之

间缺乏内在的传承性，老制度经济学的交叉学科研究范式自然也没有延续下来。新制度经济学虽然取得

了显而易见的成功，但并没有进化成与新古典经济学竞争的理论范式，而仅仅表现为对新古典经济学现

有范式的拓展。当然，在新制度经济学家中，威廉姆森和诺斯意识到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局限，威廉姆

森认可康芒斯的老制度经济学思想和西蒙的有限理性学说，④而诺斯则开始尝试从经济学与心理学的交

叉学科视角分析制度演化问题。⑤ 但他们的研究并没有影响整个新制度经济学阵营。当然，新制度经济

学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学科交叉性质，如作为分支学科的法与经济学、交易成本政治学等。这种类型的交

叉更接近于贝克尔式的分析风格，即通过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法律、政治、社会等领域的问题，而

① 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册）》，于树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年，第 111-112 页。

② 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年，第 80 页。

③ 罗纳德·H·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年。

④ 威廉姆森明确指出，康芒斯和西蒙是其重要的思想来源。参见奥利弗·E·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北
京：商务印书馆，2002 年。

⑤ Denzau T. Arthur, Douglass C. North, “Shared Mental Models: Ideologies and  Institutions”, Kyklos, vol.47, no.1, 1994, 
pp.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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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科交叉，后来的新政治经济学也类似。

二、老行为经济学的兴起与交叉学科传统的传承 ①

老制度经济学的交叉学科研究传统虽然没有得到新制度经济学的继承，但却影响到了行为经济学的

兴起。如果说亚当·斯密和凯恩斯等人为行为经济学兴起提供了思想养分，那么老制度经济学的风行一

时则为行为经济学演奏了序曲。老制度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之间存在某种思想史上的传承关系。当新古

典经济学开始在经济学领域崭露头角并逐步呈现主流化态势时，众多的美国老制度经济学家把分析视角

放在经济学与心理学的交叉学科领域。② 后来西蒙（Herbert Simon）等人都是走了交叉学科的研究路径。

它和新古典经济学截然不同，而行为经济学恰恰就是沿着这一路径发展起来的。所以，从研究范式上看，

行为经济学实际上和美国老制度经济学有着共通之处。老制度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的交叉学科研究路径

的形成和 20 世纪早期美国的学术环境密切相关。一方面，据经济思想史家塞利格曼（Ben Seligman）给

出的数据，在 1908 年，被访的 116 位美国经济学家中有 59 位曾在德国留学。③ 当时德国是心理学的

起源地，也是心理学最发达的国家，并且德国经济学界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学派非常重视心理学与经济学

的交叉研究，这种特定的学术环境必然会影响留德的美国经济学家；另一方面，美国本土的心理学在当

时也取得了空前发展，尤其是詹姆斯的经验主义心理学开始盛行，不同流派的心理学不断挑战行为主义，

引发了心理学领域的思想竞争，极大地促进了美国心理学发展，并在其后形成了认知心理学的新分支。④

就如凯莫勒（Colin Camerer）所总结的，正是心理学行为主义促成了战后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形成。⑤

同样，也正是心理学的反行为主义导致了行为经济学的崛起。这两方面的因素影响了众多美国经济学家，

并在美国本土孕育出经济学与心理学的交叉学科研究路径，这一路径直接为后来行为经济学的兴起奠定

了基石。

老制度经济学的交叉学科传统尽管传播范围不广，对新古典经济学也没有构成有效挑战，但其留

下的星火还是影响到了一批学者。特别是随着二战时期大量的欧洲学者移民美国，其中一部分学者与

美国本土非主流学者汇合，逐步形成一股新的学术力量。他们把研究关注点集中在经济学与心理学的

交叉研究上，同时摒弃老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整体主义倾向，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与宏观研究主

题为研究对象，逐步形成了与新古典经济学对立的新学术思潮。这就是老行为经济学（Old Behavioral 
Economics）。当然，该称呼是相对于现代行为经济学而言的。可以说，老制度经济学留下的经济学与心

理学交叉学科研究传统并未断根，而是在新古典经济学主流化的进程中沉积下来，并在 20 世纪 40 年代

到 70 年代重新以老行为经济学的面貌开始活跃。和老制度经济学不同的是，老行为经济学不把制度问

题及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宏大叙事作为分析对象，同时也拒绝方法论的整体主义，转而遵循新古典范

式所倡导的方法论个体主义。这使得老行为经济学比老制度经济学更容易被经济学家包容与接纳，也加

速了后来的现代行为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融合。更重要的是，老行为经济学把交叉学科的范围进一步拓

展到管理学、社会学等领域，并由此催生出新的交叉学科分支，如组织行为学、认知科学等。这些分支

逐步成长为后来的社会科学新主干，直到现在依然放射出耀眼光芒。

老行为经济学的兴起正值新古典经济学逐步主流化的时期。此时，新古典经济学家已经完成了理

①老行为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参见 Benjamin Gilad, Stanley Kaish, Handbook of Behavioral Economics: Behavioral 
Microeconomics, NY: JAI Press, 1986；Benjamin Gilad, Stanley Kaish, Peter D. Loeb, “From Economic Behavior to Behavioral 
Economics: The Behavioral Uprising in Economics”, Journal of Behavioral Economics, vol.13, no.2, 1984, pp.3-24；Roger 
Frantz, The Beginnings of Behavioral Economics: Katona, Simon, and Leibenstein’s X-efficiency Theory , London: Academic 
Press, 2019.

②笔者曾经讨论过这个话题，参见周业安：《为什么行为经济学发端于美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 年 6 月 25 日。

③本·塞利格曼：《现代经济学主要流派》，贾拥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 年，第 622 页。

④美国早期心理学的发展参见 B·R·赫根汉：《心理学史导论》第四版（上、下册），郭本禹译，上海：华东师范
大学出版社，2006 年。

⑤ Colin F. Camerer, “Behavioral Economics”, World Congress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 Div HSS 228-77,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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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经济人选择模型的构建，并以此推演出各种复杂的个体、组织、社会的微观和宏观行为机制。特别是

随着一般均衡理论的提出与完善，新古典经济学形成了框架完善、逻辑严密和内核一致的理论体系。理

性经济人的个体选择模型与跨期选择模型构成了这一理论体系的内核。面对已经逐步成熟的新古典经

济学，老行为经济学家要与之展开思想竞争，难度是空前的。有趣的是，最先发起挑战的并非经济学

家，而是一个非主流的研究者卡托纳。乔治·卡托纳（George Katona）1901 年出生于匈牙利，20 岁就

在德国哥廷根大学获得实验心理学的博士学位，在柏林时遇到了格式塔心理学家马克斯·维特海默和社

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并与两人开始合作研究，研究主题就是通胀等宏观经济问题背后的心理因素。

1933 年卡托纳移民美国，1946 年加入了密西根大学的调查研究中心。卡托纳在加入密西根大学之前，

并没有正规的学术研究经历。他只是作为一名公司职员、财经记者近距离观察和分析宏观经济现象。因

为专业背景和研究经历的关系，卡托纳习惯于从心理学中寻找各种经济问题的答案。这也最终促使其来

到密西根大学之后，全身心地投入到经济学与心理学的交叉学科研究中。卡托纳对通货膨胀等宏观经济

问题进行了非常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并形成比较系统的宏观经济现象的心理学解释。卡托纳自己把其研

究成果归类为“经济心理学”，这也是后来人们把他作为这门心理学分支学科奠基人的原因。不过，卡

托纳在 1978 的文献中正式用了“行为经济学”作为文章的题目，这可能因为他认为自己的研究更多地

涉及经济学，而不是心理学。① 卡托纳对学科名称的修正标志着老行为经济学正式成为一个经济学流派

或者思潮，而他本人也是公认的老行为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与卡托纳的学术经历殊途同归，西蒙同样

在早期并没有研究经济学。西蒙早期对管理学特别是工业管理学倾注了很多心血。在研究个人与组织行

为的过程中，西蒙逐步认识到，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人的行为的看法存在很大的缺陷，而管理学针对这个

问题只停留在经验上，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于是，西蒙开始围绕个体和组织决策展开系统研究，并

最终形成了有限理性学说。有限理性学说主要阐述了作为过程理性的理性观，以及在理性有限的情况下

个体与组织行为的非最优化，如满意原则。② 西蒙同样采取了经济学与心理学的交叉学科研究范式，与

卡托纳不同的是，他的交叉学科领域更加宽泛，在经济学与心理学之外，还混合了管理学、社会学、政

治学、法学、计算机科学等方面内容，是一个大范围的交叉学科研究。西蒙本人也因此在多个学科领域

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如组织行为学、工业管理学、人工智能、认知科学等。

如果说卡托纳的老行为经济学还停留在朴素阶段，类似于老制度经济学的风格，那么西蒙的老行为

经济学则已经是一个严谨的逻辑体系。有限理性学说在哲学、方法、行为和应用层面都形成了逻辑一致

的理论体系。从这个角度看，西蒙的有限理性学说代表了老行为经济学的最高成就，也标志着老行为经

济学理论的成熟。对比新古典经济学，西蒙的有限理性学说几乎是量身定做的。围绕个体和组织决策这

一核心问题，西蒙建构了一个足以与理性经济人假说竞争的新理论范式。也正因为如此，老行为经济学

理所当然地成为现代行为经济学的起点，以及行为经济学这个整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限理性学说

也成为后来的现代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内核。因此，老行为经济学与现代行为经济学的关系可以看作是行

为经济学发展的两个阶段，前者是初创期，后者是发展和完善期。两个阶段具有紧密的传承性。而反观

老制度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除了制度一词是两者共有的，其他都完全无关。它们不是制度经济学的

两个阶段，而是两种流派或两种思潮，它们的方法论和核心思想都不存在继承性。老制度经济学在经济

学与心理学这一交叉学科研究传统上反而和行为经济学具有某种程度的传承性，甚至可以把老制度经济

学看作是行为经济学的学科来源之一。

三、现代行为经济学对交叉学科研究传统的发扬光大与理论经济学的未来

老行为经济学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微观与宏观经济问题，并寻求构建一个有心理学基础的决策与

① George Katona, “Behavioral Economics”, Challenge, vol.21, no.4, 1978, pp.14-18.
② 赫伯特·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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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理论。① 这种尝试在有限理性学说出现之后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但西蒙的研究重心并不是经济

学，他对认知心理学和人工智能的兴趣远远超过对经济学的兴趣。② 这也直接导致了有限理性学说并没

有进一步演变成系统的经济学理论。到 20 世纪 70 年代，心理学家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特维

斯基（Amos Tversky）围绕个体的决策与判断展开了一系列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这些研究的一个副产品

就是对理性经济人的完备性与传递性公理的证伪。③ 和卡托纳与西蒙等人类似，卡尼曼与特维斯基把其

研究延伸到经济学领域，并且顺便构建了一个关于个体经济决策与判断的新理论，即前景理论。前景理

论的核心思想是，参与人决策和判断时，会依赖参照点进行相对损益权衡，并在不确定性约束下，按照

主观概率分布形成期望。这样一来，前景理论就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效用理论完全不同。效用理论要求参

与人寻求确定条件下或不确定条件下的最优解，而前景理论要求参与人寻求一个相对合理的解，合理不

代表正确，仅仅是在此情此景下做出的判断与决策，可能正确，也可能错误。④ 随后，年轻的经济学博

士生塞勒（Richard Thaler）受到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的研究启发，开始尝试着把前景理论正式运用到经济

学领域。为此，塞勒选定消费理论作为突破口。按照前景理论，参与人在消费决策时不仅会考虑到收入

的数量，同样也会考虑到收入的来源，如偶得收入与常规收入在消费者眼里是两种不同的收入。但新

古典经济学只看收入数量，不看来源，认为任何来源的收入本质上都一样。塞勒把他的新理论称之为“心

理账户”假说。⑤ 他还进一步研究了个体的跨期决策问题，提出偏好时间不一致性假说，这又再一次违

背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偏好时间一致性假定。⑥ 这些研究真正把前景理论融入到了经济学中，并开始尝试

着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内重构新的理论范式。后来的学者因此把塞勒看作和卡尼曼与特维斯基并列

的现代行为经济学开创者。

准确地说，塞勒的研究是经济学的，而不是心理学的，这是其研究与老行为经济学的区别所在。但

塞勒的研究是在卡尼曼与特维斯基的前景理论基础上展开的，同样传承了经济学与心理学的研究传统。

后来拉宾在较早的行为经济学综述文章中，将标题写成“经济学与心理学”，⑦ 就是对这种交叉学科研究

传统的认同。直到几年以后，凯美瑞和罗文斯坦才以“行为经济学”的名称对这一新兴学科的历史进行

了详细的综述（Camerer 和 Loewenstein, 2004）。这一名称的变化其实反映了现代行为经济学在快速发展

过程中所出现的新变化。现代行为经济学在老行为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后来又增添了卡尼曼和特

维斯基的认知心理学研究这一新基础，按道理来说，应该更加倚重心理学才行。但塞勒把现代行为经济

学引领到一个新的路径上，那就是基于经济学的交叉学科研究，而不是老行为经济学家卡托纳那样基于

心理学的经济学研究。这一研究路径的转变至关重要。首先，现代行为经济学逐步脱离了心理学实验方

法，转而引入了史密斯（Vernon Smith）、⑧ 普洛特（Charles Plott）⑨ 等人发展的经济学实验方法。这种

① Esther-Mirjam Sent, “Behavioral Economics: How Psychology Made Its (Limited) Way Back into Economics”,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36, no.4, 2004, pp.735-760.

②西蒙的科学研究经历参见赫尔伯特·A·西蒙：《我生活的种种模式——赫尔伯特·A·西蒙自传》，上海：东方
出版中心，1998 年。

③ Amos Tversky, Daniel Kahneman, “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 Science, vol.185, no.4157, 
1974, pp.1124-1131；Amos Tversky, Daniel Kahneman, “The Framing of Decisions and the Psychology of Choice”, Science, 
vol.211, no.4481, 1981, pp.453-458；Amos Tversky, Daniel Kahneman, “Rational Choice and the Framing of Decisions”, 
Journal of Business, vol.59, no.4, 1986, pp.S251-S278.

④ Amos Tversky, Daniel Kahneman,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Econometrica, vol.47, no.2, 
1979, pp.263-292.

⑤ Richard H. Thaler,“Toward A Positive Theory of Consumer Choice”,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no.1, 1980, pp.39-60; Richard H. Thaler ,“Mental Accounting and Consumer Choice”, Marketing Science, vol.27, no.1, 2008,  
pp.15-25.

⑥ Thaler Richard H. ,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on Dynamic Inconsistency”, Economics Letters, vol.8 no.3, 1981, 
pp.201-207.

⑦ Matthew Rabin, “Economics and Psycholog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no.36, 1998, pp.11-46.
⑧弗农·史密斯：《实验经济学论文集（上、下）》，李建标等译，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8 年。

⑨ Charles R. Plott, Vernon L. Smith, “An Experimental Examination of Two Exchange Institutions”, The Review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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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方法遵循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和方法论，而不是纯粹的心理学实验；其次，现代行为经济学不拘泥于

实验室实验，而是采取多种研究方法并行的方式，如实地实验、基于微观数据的微观计量、计算机模拟、

机器学习等，这是对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坚持。从这一点上看，再结合方法论个体主义，可以说现

代行为经济学在方法论层面上并没有脱离新古典经济学；最后，现代行为经济学并不完全是经济学与心

理学的交叉研究，前景理论所引发的个体决策新理论的核心在于对个体社会性的有效处理，① 这一点是

老行为经济学没有做到的。这也说明现代行为经济学比老制度经济学、老行为经济学更为接近古典政治

经济学的核心思想。

现代行为经济学在前景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大量的实验研究发现了诸多行为“异象”，并从社会偏

好入手，构建了和认知双系统理论内在一致的偏好微观结构理论，② 由此形成了比较成熟和完备的理论

范式。这套新的理论范式将西蒙的有限理性学说体系化了。理性的有限性体现在认知的双系统结构上，③

其中理性系统（慢系统）与直觉系统（快系统）相互产生挤入或者挤出的作用，当某种系统占优时，在

行为层面上就会出现该系统主导的特征。认知双系统体现在偏好层面，就是自利偏好与社会偏好组成的

偏好微观结构，其中两种偏好互相产生挤入或者挤出的作用，哪种偏好占优，就会主导相应的行为。当

自利偏好完全挤出社会偏好时，行为人就会退化为理性经济人，即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不过是行

为人的一个特例。这意味着新古典范式不过是现代行为经济学理论范式的一个特例。因此，和老制度经

济学与老行为经济学不同的地方在于，现代行为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具有包容性，而不是简单的对抗

或者颠覆（Camerer 和 Loewenstein, 2004）。行为经济学是一种新的理论范式，可以用来分析广泛的经济

问题。④ 行为经济学作为和新古典经济学相竞争的理论范式，并不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是一种

新的思想流派和足以改变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变革。现代行为经济学的成功就在于突破了所谓纯经济学

范畴的约束，通过对经济学与心理学等交叉学科研究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广泛汲取其他学科的营养成分，

造就了其理论强大的解释力。从整个经济思想史的历史轨迹可以看出，经济学在当代的每一次进步都离

不开交叉学科研究。当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条件被放松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的兴起得益于数学的

贡献。新制度经济学的流行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经济学与法学的交叉。新政治经济学则无疑是经济学与政

治学交叉研究的产物。与这些新分支学科相比，现代行为经济学对交叉学科研究贯彻得最为彻底，不仅

传承了老行为经济学的经济学与心理学的交叉研究传统，而且还在西蒙的影响下越来越重视与认知科学、

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生物学、物理学等学科的交叉研究。⑤ 现代行为经济学对经济学的影响力已

经日益强大，在微观领域逐步形成了个体决策理论、行为消费者理论、行为企业理论、行为产业组织理

论、行为劳动经济学、行为公共经济学等新分支；在宏观领域形成了行为宏观经济学、行为财政学；在

其他领域形成了行为政治经济学、行为福利经济学、行为金融学、行为法与经济学、行为制度经济学等。

现代行为经济学几乎正在对所有主流经济学的主要领域进行改造和重构。可以预见，现代行为经济学的

这种对经济学理论的全面改造必将影响到经济学的未来发展前景，而多学科交叉研究将是经济学实现自

我革新和进步的唯一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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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Studies, vol.45, no.1, 1978, pp.133-153；Charles R. Plott, Vernon L. Smith, Handbook of Experimental Economics 
Results, vol.1, Amsterdam: North Holland, 2008.

① 周业安：《经济学正在寻求新的微观基础吗？》，《学术月刊》2020 年第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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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卡尼曼明确阐述了认知双系统模型。参见 Kahneman D., “Maps of Bounded Rationality: Psychology for Behavioral 
Economic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3, no.5, 2003, pp.1449-1475.

④ Colin F. Camerer, “Behavioral Economics”, World Congress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 Div HSS 228-77, 2005.
⑤比如神经元经济学和桑塔费学派就采取了多学科交叉研究的路径。神经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参见叶航、汪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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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o Behavioral Economics: An Analysis of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in 
Economics

Zhou Ye-An  85
In the period of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economics has always been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different disciplines. The rise and mainstream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s not only made economics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but also abandoned the original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tradition. The ol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regained its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tradition, but it was unable to compete with neoclassical 
economics because of the trouble of methodological holism. The emergence of old behavioral economics has 
brought hope to revive th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tradition of economics. Through th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of economics and psychology, old behavioral economics has gained a certain degree of influence. 
More importantly, the old behavioral economics gave birth to the modern behavioral economics, which 
adhered to th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path of economics and psychology within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s, and successfully constructed a theoretical core sufficient to compete with neoclassical 
economics. The success of modern behavioral economics benefits from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tradition of economics. 

Behavioral Economics: Prospects and Paths
Ye Hang  92

Many anomalies discovered by behavioral economists directly challenge the axiom system of traditional 
economics, and behavioral economics competes with traditional economics by constructing new theoretical 
paradigms to explain these anomalies. The new theoretical system is based on the empirical observation of 
human behavior by behavioral economists. It can explain human rational and self-interested behavior as well 
as irrational and non-self-interested behavior. Therefore, behavioral economics does not exclude traditional 
economics, but includes traditional economics as a special case, in order to make a more comprehensive, deeper, 
and thus more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human behavior. 

Wang Yirong in Gengzi National Disaster
Cui Min and Lv Shu’e  116

After the fall of Beijing in August 1900, hundreds of martyred officials experienced nearly two months of 
fear, hesitation and ultimate despair before committing suicide. As Capital T’uan-Lien Commissioner, Wang 
Yirong, who worked hard to perform his duties, experienced all this. At the same time, he also suffered from 
difficulties due to intertwined policies, personnel disputes and lack of authority: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Qing 
Dynasty’s strategy of utilizing the Boxers and the need to maintain public security, together with the inability 
to raise guns, and the exclusion by imperial censors of Five-Cities in the T’uan-Lien General Administration. 
As a result, Wang Yirong, who had only 1500 militiamen, felt deeply powerless and unpaid and mentally and 
physically exhausted in the process of maintaining the order of the capital. Therefore, he could only play the 
tragic role of “street veterans” in the stormy waves caused by the boxers in midsummer of 1900. Compared 
with the heroic and tragic colors of those who died due to self-determination or injustice, Wang Yirong’s death 
was still and calm, or best reflected the traditional scholars’ practice of the loyal concept of “ the monarch was 
humiliated, the minister willing to die”.

Artistic Participation and the Reshaping of Ecological Citizenship
     ——Thinking on the Function of Art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 Zhao Kuiying  158
Artistic participa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function of contemporary participatory art, but it is not limited to 

participatory art in a specific sense. “Participation” of participatory art is mainly social participation, but “artistic 
participation” in a broad sense can not only participate in the general sense of social life, but also participate 
i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from the overall relationship, participate in sponsoring the creation and 
cultivation of all things in the world and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smic ecological community”. If the 
participation of art is conducive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smic ecological community”, it will help people 
realize that they are a member of the “Cosmic ecological community”, so that they will have the ecological 
humanistic spirit more consciously and follow the principles of ecological ethics, advocating and practicing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with other human and non-human beings, artistic participation also plays a role in 
shaping ecological citizens. Both artistic participation and ecological citizenship are very complex concepts. We 
should base on current practical problems, comb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resources, and give them some 
new philosophical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on the basis of existing researches.


